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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初步建立中国语言学史的学科理论 

 

薄守生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  郑州，450001） 

 

摘要：本文摘编自《关于中国语言学史学科理论的一点思考——兼及从人们对文化史研究的反思中得到的

启发》一文，该文原发表于《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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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史的学科建设值得重视。关于“中国语言学史”学科的相关理论及学科发展，

其实就是“中国语言学”的“史学史”，“中国语言学史”可以看作是中国史学史的一个组成

部分。 

  人们通常认为“史学史”是“文化史”的一个分支学科，但是，对于“文化史”的内容

范围人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语言学史”是“文化史”的组成部分，虽然以往的文化

史著作中很少有关于语言学史的内容。在此，我们主要探讨中国语言学史的学科建设，其中

包括“文化史研究对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启发”方面的内容，但重点不在于探索语言学史和

文化史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文化史和语言学史研究的特点很不相同 

  通常，文化史研究可以相当泛化，甚至可以异常空灵，人们却很少去批评那样的文化史

研究漫无边际、太过虚空。然而，中国语言学史的书写却从未流畅过，总是显得磕磕绊绊、

不忍卒读。以往，人们把文化史和语言学（史）关联起来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一些涉及微观层

面的研究，例如：从词语的语源和变迁看古代文化的遗迹，从称谓名词看婚姻制度，典章制

度用语的训诂学研究。这些类型的微观研究其实还是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的研究传统，这

种研究传统中所涉及的语言学基本上属于语言学的分支学科“社会语言学”的范畴（我们不

用“文化语言学”称呼，在此也不讨论“文化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异同）。因此，

文化史主要是和“‘社会语言学’（史）”相关联，并非与“语言学（史）”全面关联。 

从微观层面来看，文化史和语言学史二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在讨论一篇学术论文属不

属于语言学论文时，我们有时并不太容易把握，“从文字考证，到词语考释，到典章制度考

证，到思想文化考证，似乎都与考证有关系，但是它们从微观到宏观、由实到虚过渡的程度

并不相同。文字考证、词语考释可以归属语言学，而制度、思想、文化考证就不宜归入语言

学的范畴了”（薄守生、赖慧玲《百年中国语言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80页）。在谈“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包含社会语言学”时，我们常常不会刻意强调其历史的

因素。那些涉及“制度、思想、文化”的语言要素（字、词、短语、句子），很多都可以认

为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不管它们这些要素处于一种共时的层面还是历时的层面。

因此可以认为，凡是对这些“语言要素”进行微观考证的研究，基本上都可以归入“‘社会

语言学’（史）”研究的范围。 

二、语言学史之不可绝对断代 

“语言学史”与“语言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语言史”可以大体上断代，“语言学史”

却无法绝对断代。语言史断代一般都可以做到比较客观，这一类的研究结论是有可能真实的，

其中有一些甚至可能会是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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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史无法绝对断代，这既涉及语言学思想的断代困难的问题，又涉及语言研究源流

（研究对象、研究材料）可能溯及很远的问题。比如说，民国时期的人们对《说文解字》有

研究，那么，研究“民国语言学史”的人要不要重新从研究许慎的《说文解字》开始呢？民

国时期的人们在研究《说文解字》的时候，他们可能参考了宋代人对《说文解字》的研究，

也可能参考了清代人对《说文解字》的研究，那么，研究“民国语言学史”要一定首先研究

清楚宋代语言学史、清代语言学史吗？如果一定要研究清楚，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语言学

史前代可以断代，后代只能包举前代一起断代，到了当代就只能研究整个语言学通史了呢？

那样理解肯定有问题。当然，我们还可以把这种情况总结为：研究对象是“零基础”还是“层

累地发展”的问题，当“一种语言学”是“零基础”的时候断代自然容易，当“一种语言学”

是“层累地发展”的时候断代肯定困难。只是，“零基础”和“层累地发展”相对而称，二

者不一定能够截然区别。 

当“断代”无法绝对划分时，“断点”“漏点”的问题可能就会突出起来。正是因为如此，

对于任何一部语言学史著作来说，有所“遗漏”是正常的或者是真实的情况。所以，在绝大

多数时候，评价语言学史研究不能以“遗漏”了多少人、“断点”了多少文为判断标准，而

应该以代表性、完整性、清晰化、流畅程度为判断标准。可以说，断代、断点、漏点的问题

直接关系到对语言学史的评价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不可谓不重要。 

三、语言学史关注语言学理论的“成长史” 

语言学史应该是语言学研究、语言学理论的“成长史”，而不能仅仅是“成年史”。语言

学史贵在能够梳理语言学发展轨迹的流变过程，而不是堆砌几个语言学理论的断点就了事。

我们在探寻语言学理论的“成长史”时，当然会格外关注语言学思想之“源”，探索单线性

的“渊源”也许相对容易一些，并且，这种“探源”仅适用于该语言学思想的早期阶段。那

些原本有“渊源”的语言学思想一旦被众多语言学家广泛地接受或批评，语言学家在借鉴或

承袭这些语言学思想时往往会加入他们自己的思想，原有的语言学思想在流传的过程中也可

能会出现某些脱、衍、串、误——语言学家参与者越众、流传越久，历史的“层累层积”就

越复杂，我们就越难以描绘出语言学思想的清晰的“源流”关系。 

在过去，语言学史著作往往侧重于各种“定型”的语言学理论的“罗列”，列举出了为

数不少的已经“成年”了的语言学理论，却缺少语言学理论的“成长史”，这就隔断了语言

学思想的内在的“流”。因此，语言学史的书写应该不怕细致，不怕细节，不怕细小。但是，

细小琐碎却又是语言学史的大忌，碎片化、磕磕绊绊、不明晰、不流畅那都是语言学史力戒

的弊端。 

四、人们期待“专业化”的语言学“通史” 

中国语言学史学科需要进一步“专业化”，这是破解语言学史“难”研究的路径之一。

“学术史是最难‘研究’的，因为头绪纷繁，难以把握也难以深入。但同时学术史又是最易

‘写’的，因为可以不读原著，据成说而敷衍成书。语言学史亦不例外”（傅杰、许万宏《中

国语言学史研究的思考》，《文汇报》2001 年 7 月 6 日第 12 版），只有深入“原始材料”的

研究者才有可能会成为真正的语言学史专家。如果语言学史不能做到“专业化”，人们要想

深入“原始材料”就非常困难。 

现在，林林总总的“汉语词汇学史”“汉语语法学史”“汉语音韵学史”等“语言学分支

学科史”数量多、质量高，然而，“中国语言学通史”著作的数量相对较少、质量相对较低

——类型众多的“部分”都已经相当成熟，中国语言学史的学科现状正是“部分大于整体”。

在我们国内，“所谓‘通史’包含两种意义，一是中国固有的‘通史’，即与‘断代史’相对

的‘通贯古今’的‘通史’；另一种是中国与西方接触后输入的‘通史’，即与‘专史’相对

的‘通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等’的‘通史’”（章清《“通史”与“专史”：民国史“写

法”小议》，《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 1期）。在这里，我们把这种与“语言学分支学科史”

相对的中国语言学的“整体史”称为“中国语言学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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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就语言学史的学科发展来说，“中国语言学史”的学科建设（即关于“中国

语言学史”的“史学史”）非常重要，亟需加强研究。惟其如此，中国语言学史才能实现真

正的“‘史’‘论’结合”，人们才有可能写出一部“专业化”的中国语言学“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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